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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

德国经验与中国镜鉴

卢天鸿

摘  要:德国将轻微犯罪记录的封存分为“浅度封存”和“深度封存”,明确

了封存起算点和“间隔式”封存模式,对性犯罪与累犯的犯罪记录

封存更为严格。德国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主要由司法机关依职权

启动,其法律效应主要体现在犯罪记录的禁止使用和对品行证明

的影响上,其意义与德国《基本法》所蕴含的尊重公民人格权的价

值取向相契合,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在我国,三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可作为划定轻微犯罪范畴的标准,轻微犯罪记录的封存

需要合适的考察期。由公安机关负责轻微犯罪记录的管理较为

合适,在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全的情形下,已封存的犯罪

记录可被再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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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要求。① 作为对该项要

116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国政府网,2024 07 2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访问日期:2024 1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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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推动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进一步落实

该项方针政策。①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是轻罪治理进程中一项极为重

要的举措,能够很好地解决近年来在积极刑法观的理念②下轻微犯罪扩张所带来

的社会问题。我国向来存在注重运用刑事立法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传统,近年来

的刑事立法之活跃态势尤为明显,其所导致的犯罪圈扩张之结果以轻微罪名扩张

为主要特征。轻微犯罪的扩张导致犯罪标签泛化问题,如同触犯重罪会产生附随

效果一样,触犯轻微犯罪的行为人也会在社会评价体系里被贴上犯罪人标签,这对

他们的工作生活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③ 一旦触犯刑法,即使触犯的是轻微罪名

条款,犯罪人也会由于被打下了犯罪烙印而难以重返社会正常生活,其诸多权利受

到限制,在职业发展与信誉评价等方面均要承受诸多不利后果。④ 由于触犯轻微

罪的行为人往往不认同自己的犯罪人身份,若使其承担诸多不利后果必然会造成

其不满情绪,进而将其逐渐推向社会的对立面,⑤而这明显不利于社会稳定。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⑥ 如何使轻微犯罪行为人重返社会,减少社会对立面,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事实上,只要改变给轻微犯罪行为人贴上犯罪标签的社会评价体系,就能较

好地促进轻微犯罪行为人的再社会化,使其重新过上正常社会生活,从而有力缓解

由于轻微犯罪人增多而造成的社会对立面过大的问题。
然而,我国以往并没有轻微犯罪封存制度和经验,唯一存在借鉴可能性的只有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规定比较简单,并
且采取“一刀切”的封存模式,该模式难以适应面对种类各异的轻微犯罪时复杂的

社会需要。⑦ 因此,本文将目光转向德国关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设计,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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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检:推动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2024 07 31,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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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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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第95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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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从德国的相关制度中寻找可供我国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借鉴的经验。

二、德国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类别划分和基本规则

德国的《中央联邦登记簿法》(Bundeszentralregistergesetz,BZRG,以下简称

《登记簿法》)较为完备地规定了德国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登记簿法》自

1971年3月18日开始实施,至今经历多次修订,其中所规定的轻微犯罪封存制度

为被判刑人的再社会化提供了良好的保障。① 该法对微罪和轻罪的封存进行了详

细的规定,并且也强调了个案处理的重要性,对某些种类的犯罪的封存(例如“性犯

罪”)有着特殊规定,避免了“一刀切”的处理方式。②

(一)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分为浅度封存与深度封存

《登记簿法》第34条和第46条分别对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两种不同类型作

出了基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是浅度的犯罪记录封存,之所以称之为“浅度”,
是因为罪行被浅度封存之后,虽然可以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但是有十一种情形

可以对该犯罪的记录再次调用。例如,在法院、检察院、缓刑服务机构等以司法

目的对服刑人和相应工作人员进行审查时,浅度封存的犯罪记录可以被再调取;
若负责刑事侦查的警察以预防和侦办刑事犯罪的目的来申请使用,浅度封存的

犯罪记录也可以被再调取,等等。第46条规定的是深度的犯罪记录封存,犯罪

记录一旦被深度封存后,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是涉及再审,否则一律

不得被重新启用。
根据《登记簿法》的规定,犯罪记录浅度封存与深度封存之间的区别主要呈现

在被封存后的再调取问题上,③但二者对封存所需的前提条件的规定模式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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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JacobJoussen,„DaserweiterteFührungszeugnisimArbeitsverhältnis,NeueZeitschriftfür
Arbeitsrecht,Vol.29,Nr.14,2012,S.776 780,hierS.778.

事实上,《登记簿法》所规定的犯罪记录封存并不仅仅涉及轻微罪,行为人只要没有被判处终身

监禁,就有机会享有犯罪记录封存的权利。应该说,《登记簿法》对重罪封存的规定也具有其自身的合理

性,例如,对重罪的封存平衡了社会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经过改造且多年未再犯的犯罪

者,封存其重罪记录既不会造成对社会安全的风险,又保护了他们的个人隐私,避免犯罪记录成为他们的

永久负担,这也有利于他们重返社会,减少再犯的风险。然而,由于我国的犯罪封存制度尚处起步阶段,
直接推出重罪的封存制度可能会造成社会公众的不适感,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且在我国,轻微

犯罪所导致的社会对立面扩大是犯罪附随后果所带来的主要社会矛盾。因此,在当前,德国轻微犯罪记

录封存制度可作为研究和借鉴的重点,以助推我国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重罪的封存问题则可

留待未来探讨。
出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特殊考虑,即使犯罪记录被封存,其也有可能被重新取用。犯罪记录浅

度封存与深度封存会导致可以再调取的情形的范围有所不同,见下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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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同。① 因此,后文将着重研究其中的深度犯罪记录封存,当其和浅度犯罪记

录封存有所不同时,再单独论述浅度犯罪记录封存的问题。
(二)轻微犯罪记录封存需要经历时间间隔

与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模式有所不同,德国《登记簿法》采取的是“间
隔式”封存,该法第46条规定关于判决的登记在经过特定时间间隔之后被封存。
而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采取的是“当即式”封存,《刑事诉讼法》第

286条规定,只要满足封存的条件,在判决生效后未成年人的有罪记录即被封存。
在德国的“间隔式”封存模式下,对于不同种类的犯罪或不同刑期的监禁刑而

言,犯罪记录被封存所需要的时间间隔也有所不同。根据《登记簿法》第46条的规

定,犯罪记录被深度封存所需的时间间隔一共分为四档。第一档的时间间隔是五

年,其中包括不超过九十日额的罚金刑(同时要求登记簿中没有记录行为人被判处

监禁刑、拘留令或者青少年刑罚)、不超过三个月的监禁刑或者拘留(同时要求登记

簿上没有其他罪行的处罚记录)等;第二档的时间间隔是十年,属于第二档的情形

有不超过九十日额的罚金刑(但登记簿中记录行为人被判处监禁刑、拘留令或者青

少年刑罚)、超过九十日额的罚金、不超过三个月的监禁刑或者拘留(但登记簿上有

其他罪行的处罚记录)、超过三个月但不超过一年的监禁刑;第三档和第四档分别

是十五年和二十年的期限,它们也均是以刑种和刑期的类别来划分。可以认为,第
一档规定的是微罪记录的封存,第二档规定的是轻罪记录的封存,后两档规定的是

重罪记录的封存。
轻微犯罪在宣判以后,根据其被判的不同刑种与刑期,经过五年或十年后,即

具备了犯罪记录深度封存的条件。但是,根据《登记簿法》第45条的规定,此时距

离真正的轻微犯罪记录深度封存,还存在着一年时间的“犹豫期”(或称“成熟期”)。
这一年过后,若发现行为人在犯罪登记簿上依旧没有其他的犯罪记录信息,就可以

顺利地删除该项犯罪记录信息。《登记簿法》之所以规定一年的“犹豫期”,是为了

防止在轻微犯罪记录的五年或十年时间间隔届满之际,行为人被认定犯有新罪,但
是登记处未及时收到通知而轻易将该项轻微犯罪记录删除。也就是说,这一年的

“犹豫期”给了德国联邦登记部门足够的时间接收可能的对行为人定罪的通知。②

在这一年内,联邦登记部门只要没有收到对行为人宣判的通知,就不得再向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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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例如,犯罪记录的浅度封存与深度封存均需经历封存考察期,均可由登记机关依职权主动启动或依

当事人申请启动。两者仅在少数方面存在程度差异,如深度封存所需考察时间长于浅度封存。对于确实存

在差异的部分,后文将予以指出。

Vgl.AlexandraBücherl,inBeck’scheOnline-Kommentar,BZRG,53.Edition,München:Verlag
C.H.Beck,2024,§45R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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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告知行为人的轻微犯罪记录。除非出现《登记簿法》第52条所规定的特殊情况

(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是涉及再审等),否则社会第三方不再能查询到行为人

的该项犯罪记录,此时行为人的犯罪标签已经消失,行为人的重新融入社会进程已

经完成,深度封存的效果已经体现。
(三)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明确了起算时点与限制

《登记簿法》第36条规定了轻微犯罪记录浅度封存所需时间的起算时点,第

47条沿用了第36条对起算时点的规定,明确指出了轻微犯罪记录深度封存的

时间起点是作出第一次判决之时。易言之,从作出第一次判决之时起算,经过

《登记簿法》第46条所规定的时限(五年或十年)以及一年“犹豫期”后,若不存在

第47条中规定的对期限届满的限制的情形,那么行为人的该项轻微犯罪记录即

可被封存。
我国对累犯的认定也存在时间条件,也属于“间隔式”的立法模式,因此可以使

用我国的累犯制度与之进行比较研究。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者

犯罪的除外。可见累犯的考察时间是五年,这一时间跨度是从刑罚执行完毕或者

赦免之后起算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才能检验

刑罚的执行效果。德国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则并不旨在检验刑罚的执行效果,
而是仅仅注重考察行为人个人危险性的大小。轻微犯罪记录被封存所需的时间为

五年到十年,其考察期限远远长于轻微犯罪的刑期(微罪三个月以下,轻罪一年以

下),判断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的时间足够长。因此,《登记簿法》规定从第一次判

决开始计算时间是合适的。
另外,《登记簿法》第47条规定了关于对轻微犯罪记录期限届满的限制。如果

登记簿中有多项定罪记录,则只有在所有的定罪记录均符合深度封存条件时,才允

许删除其中某项记录。也就是说,即使某项轻微犯罪记录已经度过了五年或者十

年的考察期限,若行为人还有其他旧罪考察期未满,那么其该项轻微犯罪记录也不

能被深度封存。需要等到行为人其他旧罪的犯罪记录同样达到深度封存的条件

时,其该项犯罪记录才具备封存的条件。① 从实质上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

考虑到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尚未完全消失。
(四)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在性犯罪等方面有特别规定

一般而言,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所需的间隔时长由判刑的类型和刑期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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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Vgl.AlexandraBücherl,inBeck’scheOnline-Kommentar,BZRG,53.Edition,§47R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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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根据《登记簿法》第46条第3款的规定,刑期越长,轻微犯罪记录被深

度封存所需的时间越长。但是对于性犯罪和累犯而言,犯罪记录封存所需要的时

限不再单由刑种和刑期来决定。
对于性犯罪记录的封存,经过2021年6月16日修订后的《登记簿法》有特别

规定。即使行为人触犯的是被宣告三个月以下的刑期,也就是行为人的罪行属于

轻微犯罪,但是若其触犯的法条是德国《刑法》第171条(违反照护与教养义务罪)、
第174—180a条(对于受保护者的性侵罪、对儿童的性侵罪等各项性犯罪)、第181a
条(媒介性交易犯罪)、第182—184g条(对青少年的性侵害等)、第184i—184l条

(性骚扰等)、第201a条第3款(不法使用未成年人裸体录像)、第225条(虐待受照

护人罪)、第232—233a条(强迫性交易罪、强迫工作罪)、第234条(掳人罪)、第235
条(使未成年人脱离罪)或第236条(儿童交易罪)的规定,那么需要经过十年的时

间间隔才能满足犯罪记录被深度封存的条件。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条款大多

涉及性犯罪,少部分涉及对人身自由和对儿童照护义务的犯罪。德国之所以对关

于性犯罪等的轻微犯罪记录做特别规定,其渊源主要在于2021年6月16日《联邦

法律公报》上公布的《打击对儿童的性暴力行为法律》(GesetzzurBekämpfung
sexualisierterGewaltgegenKinder)对《登记簿法》的修订,其中规定关于上述性犯

罪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所需时间延长为至少十年。① 该法案不仅收紧了对针对儿

童的性犯罪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还使其他类型的性犯罪的轻微犯罪记录封

存要求变得更为严苛。这些严格规定基于如下实质理由:第一,性犯罪具有较高的

重复犯罪风险,轻易封存性犯罪者的犯罪记录可能会使相关机构(如学校、儿童保

护组织、雇主等)在招聘或管理过程中无法获取关键信息,从而增加公众和潜在受

害者的风险;第二,一些职业(如教师、儿童护理人员、公共服务工作者等)对从业者

的品行有较高的要求,轻易封存性犯罪记录可能会导致公众无法判断应聘者是否

胜任某些岗位,从而削弱公众对这些行业的信任感。②

德国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除了在性犯罪方面有特殊处理外,实际上对累

犯也做了特别的规定,对累犯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严格规定源于对行为人的社

会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的考量。如前所述,即使行为人受到不超过九十日额的罚

金刑,或受到不超过三个月的监禁刑或者拘留,但如果登记簿上对行为人有其他的

登记记录,就需要经过十年(而不是五年)才能满足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时间间隔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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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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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AlexandraBücherl,inBeck’scheOnline-Kommentar,BZRG,53.Edition,§46Rn.21.
Vgl.VGKöln(20.Kammer),Urteilvom23.04.2015 20K31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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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运行机制和法律效应

(一)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启动方式

一般而言,犯罪记录封存的启动方式分为三种:一是依据政府赦免令而封存行

为人的犯罪记录;二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封存程序;三是司法机关依据职权

启动封存程序。① 根据德国《登记簿法》第39条与第49条的规定,登记机关可以依

据职权或者根据当事人申请,作出封存当事人犯罪记录的决定。可见,《登记簿法》
仅规定了后两种封存程序的启动方式。鉴于第一种启动方式极为特殊,也尚未在

《登记簿法》中有所规定,因此下文仅对后两种启动方式进行介绍与探讨。
在德国,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司法机关依据职权启动封

存程序。当考察期结束后,司法机关会自动审查相关犯罪记录,在符合封存条件

的情况下将该记录从公开的查询系统中移除,将行为人的轻微犯罪记录移至封

存状态。德国的依职权封存流程减轻了轻微犯罪者的负担,使其无需经历繁杂

的申请步骤即可享有犯罪记录封存所带来的隐私保护。此外,依职权封存的流

程确保了封存程序的公正性,减少了司法系统以外的人为因素干扰可能带来的

误差,保护了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轻微犯罪者的合法权益。这种启动方式的设计

提升了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效率,为轻微犯罪者的社会复归提供了更便捷的

通道。
在少数情况下,轻微犯罪记录的封存可以通过当事人申请启动。② 对于一些

特殊情形,法律允许符合条件的轻微犯罪者在正式考察期结束前,提出申请要求提

前封存其犯罪记录,以避免额外的负面影响。这类依申请的封存流程主要适用于

当事人被不公正地推向极端困难处境的情况(例如外国判决过重或就业机会受阻

等)。③ 在这种启动方式中,封存犯罪记录的申请由当事人向联邦司法局办公室提

出,联邦司法局办公室在接到申请后会对相关情况进行审查,必要时征询相关法院

或其他司法机关的意见,但通常不安排正式的当事人听证会。依申请启动的封存

程序虽然较依职权启动的封存程序更加复杂,但它为轻微犯罪者在面临特殊情境

时提供了救济途径。这一方式能够有效地应对犯罪记录持续公开对当事人带来的

长期不利影响,保障了当事人的隐私和公平权益。通过允许依申请封存,德国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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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彭新林:《美国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及其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第164 178
页,这里第170页。

SeeChristineMorgenstern,“JudicialRehabilitationinGermany—TheUseofCriminalRecordsand
theRemovalofRecordedConvictions”,EuropeanJournalofProbation,Vol.3,No.1,2011,pp.20 35,

herepp.29 30.
同上,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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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个案处理上体现了更高的灵活性,使轻微犯罪者在特殊情况下能获得人道

性的支持,从而助力其更顺利地回归社会。
(二)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以禁止取用为原则

如果登记簿中的轻微犯罪记录被封存,法律上产生的效果是轻微犯罪记录被

禁止使用。如前所述,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分为浅度封存与深度封存,虽然两种封存

模式都会使轻微犯罪记录被禁止使用,但是两种封存模式所致的禁止使用的范围

有所不同。
对于轻微犯罪记录的浅度封存而言,犯罪记录的禁止使用可以让行为人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取得无犯罪记录证明,尤其是行为人在就业时能够被认定为无

犯罪记录者,这将有利于其回归正常生活、实现再社会化。但是,《登记簿法》第41
条第1款规定了14种轻微犯罪记录被浅度封存后可以被例外取用的情形。例如,
当司法机关以司法目的获取行为人的轻微犯罪记录信息时,行为人的犯罪信息对

于司法机关并不保密,其轻微犯罪记录可以被透露给联邦与州的最高当局、处于侦

查刑事犯罪状态的税务机关、警察局等。也就是说,轻微犯罪记录被浅度封存以

后,对于一些国家机关而言犯罪信息仍可以被获取。另外,根据《登记簿法》第42a
条,为科学研究目的,允许将个人的轻微犯罪记录信息传递给大学及其他科研机

构,但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使用已封存的轻微犯罪记录是科学研究所

必需的;二是匿名数据无法满足科研需要,或使用匿名数据会造成不成比例的高成

本;三是科研的公共利益远远大于轻微犯罪记录浅度封存的利益。
根据《登记簿法》第51条的规定,轻微犯罪记录被深度封存后,行为人的该

项罪行不得在新的司法活动中提及,行为人的利益不再由于该项罪名受到影响。
轻微犯罪记录被深度封存以后,行为人的就业等社会生活不再受到影响,行为人

的犯罪标签已经褪去,对行为人再社会化的目的已经完全实现。同时,《登记簿

法》第52条也规定了轻微犯罪记录被深度封存后仍不禁止使用的例外情形,但
是这些例外的情形不多,一共只有五种类型:一是出于德国国家或者某个联邦州

迫切的安全需要;二是在一个新的刑事诉讼中,之前的轻微犯罪记录对于鉴定行

为人的精神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在要求重新审理之前的刑事诉讼之时;四是

行为人申请公共部门的职位,或者申请武器许可证、弹药采购许可证等时,这些

职业或证件申请的许可会严重影响公众的安全;五是在授予或者吊销驾驶证时。
可见,轻微犯罪记录被深度封存以后,仅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
或与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时,重新使用轻微犯罪记录才具有可能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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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直接影响品行证明

对于公民的社会生活而言,犯罪记录对公民生活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对其就业的影响,而产生该影响的途径就是品行证明(Führungszeugnis,也即“无
犯罪记录证明”)的开具。德国的品行证明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品行证明,另
一种是扩展的品行证明(erweitertesFührungszeugnis),当行为人触犯刑法,并且

其犯罪记录尚未被封存时,那么行为人所开具的两种品行证明都会显示有罪记

录,这将会对行为人的就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根据《登记簿法》第30条以及

德国《社会保障法》第8章第72a条(§72aSGBVIII)的规定,许多雇主单位特

别是公共福利部门(Wohlfahrtspflege)在招聘时,招聘者有义务从应聘者那里获

取品行证明作为是否录用的重要参考。① 因此,当行为人存在犯罪记录时,其就业

必然会受到影响。
根据《登记簿法》第32条的规定,普通的品行证明的内容包含当事人的姓名、

性别等基本个人信息以及有罪的判决记录。显然,行为人所开具的品行证明上若

载有有罪记录,将对其就业带来偏见、歧视等不利影响。因此,存在有罪记录的行

为者不愿提供品行证明,此前也有学者认为雇主无权要求应聘者提供品行证明。②

但是如前所述,现今德国《社会保障法》第8章第72a条(§72aSGBVIII)等法案

已经明确赋予了雇主查阅应聘者品行证明的权利,甚至在一些公共福利部门,招聘

者有义务查询应聘者的品行证明。所以应聘者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手段让

招聘者取消查询品行证明的要求已经变得不再现实,具有有罪记录的应聘者只能

承担职业生涯上的不利影响。
扩展的品行证明引入的时间不长,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筛选某些行业的从业

者,进而为这些行业所面向的服务群体提供更好的保障。2010年5月1日,德国立

法机构对《登记簿法》进行了修订,在第30a条和第31条中引入了“扩展的品行证

明”的规定。根据规定,扩展的品行证明可颁发给正在从事或即将从事儿童或青少

年工作的人员,其内容主要包含行为人的性犯罪记录。如前所述,德国对性犯罪记

录的封存有特殊规定,深度封存所需的时间较长,而浅度封存的所需时限较短。当

满足浅度封存条件之后,行为人虽然在普通的情形下可以开具品行良好的证明,但
是出于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原因,只要行为人的罪行未满足深度封存条件,那么在

扩展的品行证明中,仍需要将行为人该项有罪判决列举出来。由于涉及与未成年

人接触的业务的雇主需要在招聘时查阅应聘者的扩展的品行证明,实施过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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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JacobJoussen,„DaserweiterteFührungszeugnisimArbeitsverhältnis,S.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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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Nr.10,2012,S.235 239,hierS.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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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人在应聘涉及与未成年人接触的职位时,若其有性犯罪记录尚未被深度封

存,那么该性犯罪记录将通过扩展的品行证明对行为人造成更深远的影响。①

四、德国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立法反思与价值考察

(一)《登记簿法》的立法背景与流变

如前所述,德国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于《登记簿法》,该法于1971年首

次颁布,其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犯罪记录数据库,以集中管理和

保存联邦德国的犯罪记录。这项立法的出台,标志着政府对于犯罪信息的管理从

地方分散化走向了中央集权化,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和公民隐私保护之间的协调

性。② 《登记簿法》立法的核心原则以及多年来的修订宗旨可以被归纳为两方面:
一是再社会化与隐私保护。立法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帮助轻微犯罪的个人重新融入

社会。通过设立封存期限和明确犯罪记录的删除条件,《登记簿法》能够避免犯罪

历史成为个人长期发展的障碍。二是公共安全与透明性。对于特定的严重犯罪,
特别是涉及儿童、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罪行,《登记簿法》则设定了更为严格的信息管

理和封存规则,在确保公共安全的同时兼顾法律的公正性。③

从立法史的角度看,自1971年《登记簿法》立法以来,德国的法律体系和社

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促使该法进行了多次修订,以进一步平衡社会安全和

个人权利,特别是隐私权和信息自决权。从beckonline法律数据库的统计数据

看,迄今为止《登记簿法》已经经历了69次修订,每次修订均反映了社会现状,契
合德国社会的法治思想发展动向。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修订响应了德国社

会中增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呼声,使《登记簿法》与《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BDSG)
进行了衔接,规定了一些数据储存的主体、方式等,尤其是规定了明确的犯罪记

录封存时间,进一步加强了对犯罪记录使用的限制,进而确保过去的犯罪行为不

会对行为人未来生活造成不必要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随着欧

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登记簿法》逐渐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犯罪记录管理制度接

轨。特别是在跨国背景下,④欧洲各国犯罪记录的共享问题成为修订的一个重

点。《登记簿法》在此期间的修订还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和保护,
强调给予未成年人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近年来,德国社会更为关注就业、

125

①

②

③

④

Vgl.JacobJoussen,„DaserweiterteFührungszeugnisimArbeitsverhältnis,S.779.
SeeChristineMorgenstern,“JudicialRehabilitationinGermany—TheUseofCriminalRecord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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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p.23。
参见金燚:《德国五十年刑事立法发展史的考察、评析与启示》,载《德国研究》,2020年第2期,第82

98页,这里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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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等领域的犯罪记录封存和使用问题,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因
此《登记簿法》的修订特别关注针对儿童与青少年的性犯罪等严重犯罪的处理,
对其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封存规则。封存记录的使用例外情况也得到进一步明

确,以应对当前社会的安全需求。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数据共享的便利性促

使立法者在数据保护和使用规范上对该法案做了进一步的修订。①

纵观《登记簿法》的历史流变,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既受到其他国家立法的影

响,同时也为一些国家提供了立法参考。从对立法动态的预测上看,欧洲国家间的

合作将使跨国犯罪记录的处理成为未来《登记簿法》修订发展的重点。②

总体来看,《登记簿法》的立法历史和变迁揭示了德国法制在动态发展中如何

平衡国家安全需求、犯罪预防以及对个人隐私权和再社会化权利的保护。《登记簿

法》在其立法之初便明确了犯罪记录管理的核心目的,即通过统一的国家刑事记录

数据库,为司法、执法及相关公共机构提供精准可靠的信息支持。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立法者也意识到,如果不对这些记录的保存和使用加以限制,将可能对个

人造成长久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个人已履行刑罚、希望重返社会的情况下。③ 因

此,《登记簿法》中逐步纳入犯罪记录的封存和删除机制,以帮助曾有犯罪记录的人

重新融入社会,而不必长期承受社会污名化的压力。这一立法流变与我国是十分

相似的,我国目前正经历从以往对轻微犯罪记录轻易取用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要求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阶段的过渡,德国的《登记簿法》的思想流变与法律改革

实为我国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
(二)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价值与省思

犯罪记录的禁止取用与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也称德国《宪法》)所规定

的公民人格权相契合。如前所述,《登记簿法》第51条规定,已经从中央登记簿上

删除的定罪记录不得再对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得用于对当事人的不利用途,
质言之,在不考虑例外情形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轻微犯罪记录被禁止取用。作为犯

罪记录封存的实质性法律后果,禁止取用的规定赋予了当事人保密权,这一规定旨

在使当事人终局性地摆脱刑罚的印痕(Strafmakel),帮助当事人重新融入社会。
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条(Art.2GG)的规定,被定罪者重新融入社会的利益受到

一般人格权的保护(dasallgemeinePersönlichkeitsrecht),同时当事人得以重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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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Vgl.StefanSollmann,„ZudenneuenRegelungenzumStrafregisterinformationsaustauschinnerhalb
derEuropäischenUnionundzurNotwendigkeitihrerUmsetzungindeutschesRecht,NeueZeitschriftfür
Strafrecht,Vol.32,Nr.5,2012,S.253 257,hierS.254 256.

同上,S.256 257。

Vgl.BerndKuhn,„Vorhalte-undVerwertungsverbotdes§51IBZRG,JuristischeArbeitsblätter,

Vol.43,Nr.11,2011,S.855 860,hierS.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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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是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福利国家原则的体现。①

另外,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给予了当事人刑事诉讼上的利益保障。由德

国《刑事诉讼法》第261条(§261StPO)的规定可以推知,犯罪前科是诉讼时进行

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它与最终的判决结果相关,在量刑时需要予以考虑。当行为

人的轻微犯罪记录被封存之后,其犯罪前科不再被调取,法院的认识义务(Kogni-
tionspflichtdesGerichts)得以减轻,对事实的调查程序也会受到限制,刑事诉讼将

倾向有利于被告人的一方。②

立法者设计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初衷是协调再社会化理念与刑事司法困难之

间的矛盾,从而达成良好的法律效果。③ 但是,这种良好的初衷在学理上也不乏反

对之声,有德国学者从刑事政策或《基本法》的视角批判了《登记簿法》第51条。例

如,英格博格·特佩尔温(IngeborgTepperwien)认为,行为人再犯新罪即证明行为

人的再社会化进程并不成功,此时再以行为人已经社会化为由而消除前科对新罪

量刑的影响,在政策上并不合适。④ 莱因哈德·格兰德拉特(ReinhardGranderath)
认为,《登记簿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违背了德国《基本法》第3条第1款所提出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精神,因为该规定偏袒了已经被定罪但犯罪记录被封存

的行为人。相较于即将经过封存考察期而现在尚未实现犯罪记录封存的行为人,
以及相较于旧的犯罪行为尚未被定罪但又犯新罪的行为人,犯罪记录已被封存的

行为人在诉讼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⑤ 另外,京特·维尔姆

斯(GüntherWillms)认为,已经被封存的或者尚在“犹豫期”的罪行事实若不能被

用做新罪诉讼中的证据,就违反了德国《基本法》第92条规定的“司法独立”。⑥

对于上述反对观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明确指出,《登记簿法》第51条符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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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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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Vgl.BerndKuhn,„Vorhalte-undVerwertungsverbotdes§51IBZRG,S.856.
同上。

Vgl.DeutscherBundestag,„GesetzüberdasZentralregisterunddasErziehungsregister(Bun-
deszentralregistergesetz—BZRG),1970 12 07,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d/06/015/0601550.
pdf,访问日期:2024 12 02。

Vgl.IngeborgTepperwien,„DieVerwertungstrafbarerVortatenimRahmenneuerStrafverfahren,

inAlbinEser/HansJosefKullmann/LutzMeyer-Goßner/WalterOdersky/RainerVoss(Hrsg.),Straf-und
Strafverfahrensrecht,RechtundVerkehr,RechtundMedizin:FestschriftfürHannskarlSalgerZumAb-
schiedausdemAmtalsVizepräsidentdesBundesgerichtshofes,Kölnu.a.:CarlHeymannsVerlag,1995,

S.189 202,hierS.190.
Vgl.ReinhardGranderath,„Getilgt— abernichtvergessen:DasVerwertungsverbotdesBun-

deszentralregistergesetzes,ZeitschriftFürRechtspolitik,Vol.18,Nr.12,1985,S.319 322,hierS.
321.

Vgl.GüntherWillms,„Verfassungsrecht.Strafprozeß-undStrafregisterrecht,JuristenZeitung,

Vol.29,Nr.7,1974,S.221 225,hierS.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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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基本法》的规定。① 本文支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见解,并且认为前述的批判

观点难以成立。首先,认为再社会化进程并不成功的观点太过绝对。再社会化是

个复杂的长期过程,不能因再犯新罪就认定其完全失败。考察期届满意味着行为

人已达到该阶段的再社会化标准,之后再犯罪,可能是新的外界因素诱发,而非之

前改造不成功。简单归因既不符合科学理念,也阻断了犯罪者改过自新、重新融入

社会的可行路径。其次,认为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值得商榷。对于德国

《基本法》第3条第1款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而言,应当界定其精神的实质

内涵。经过考察期这一要素反映了行为人的反社会性程度降低与再社会化效果实

现,已经被定罪的罪行既然已经经过了考察期,那么它就与未经过考察期的罪行以

及还未被定罪的罪行有所区别。而且,从公众认知上讲,行为人至少是经过考察期

后再犯新罪,社会一般人也会认为这种行为人犯罪的恶劣性质小于未过考察期就

犯罪与尚未被定罪但又犯新罪的情形。因此,给予犯罪记录被封存者优待,契合实

质的宪法平等精神。最后,针对司法独立的批判观点对司法独立的认识并不符合

法理。遵守司法独立的规定并非要让司法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排斥与其他

法律的协调。历史上,司法独立最初是为抵御君主对司法的侵犯而确立,现如今,
司法独立是为了防止行政权对司法的干预。联邦法院多次强调,赋予法官的独立

性并非法官的专业特权,相反,其目的是保障法官对法律及秩序的专注,使其免受

外来影响。② 具体到犯罪记录封存对刑事诉讼的影响,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源自

《登记簿法》,《登记簿法》隶属于法律体系,并不涉及行政权等法律以外因素的干

扰。因此,根据《登记簿法》的规定进行犯罪记录封存,进而对诉讼程序造成影响,
并非司法不独立的表现。

(三)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意义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德国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犯罪人

再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对德国社会的良性运转发挥了显著的作用。③ 在德国《登记

簿法》的规定下,轻微犯罪记录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之后即可被封存,这不仅影响到

犯罪人个人的未来,也对社会稳定、国家的司法效率及资源分配等多方面有着深远

的影响。
首先,对于个人而言,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直接增加了轻微犯罪者的就

业机会。在德国,许多雇主在招聘时会要求通过品行证明来查看应聘者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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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BerndKuhn,„Vorhalte-undVerwertungsverbotdes§51IBZRG,S.855.
Vgl.Hans-JürgenPapier,„DierichterlicheUnabhängigkeitundihreSchranken,Neue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Vol.54,Nr.15,2001,S.1089 1094,hierS.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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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hrungszeugnis,NeueZeitschriftfürStrafrecht,Vol.20,Nr.8,2000,S.402 407,hierS.405 406.



卢天鸿: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德国经验与中国镜鉴

罪记录,①若相关记录已被封存,犯罪人就可以更顺利地获得工作机会。借助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轻微犯罪者不必担心因过去的犯罪历史而遭到雇主

的拒绝,这也提高了轻微犯罪者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犯罪人长期依赖社会救

助的概率。
其次,对于社会而言,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减少了社会对犯罪人的排斥与污

名化,促进了社会安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通过法律手段帮助犯罪人摆脱过

去的标签,避免其因犯罪历史在社会中遭受长期的排斥,从而极大地减少了社会对

犯罪人的偏见和歧视。犯罪人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后,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也有

所降低,这有利于社会安全性的提升。
最后,对于国家而言,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减少司法系统负担,节约

公共资源,并且提高法治国家形象。轻微犯罪人一旦通过犯罪记录的封存重新融

入社会,重复犯罪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进而减少了国家在刑事审判和监禁上的支

出。② 并且,犯罪记录封存以后,犯罪人重新获得了就业的机会,不再依赖于国家

的社会福利和救济,这直接节约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另外,封存犯罪记录反映了国

家在人权、法治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进步。通过保护犯罪人的隐私并为其提供再社

会化的机会,国家不仅履行了法律责任,还展现了对个体权利的尊重。这一制度通

过平衡社会安全与犯罪人权益,在国际上也提升了德国法治国家的形象,显示出德

国对犯罪人改造和回归社会的关怀与支持。

五、德国轻微犯罪封存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一)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前提是区分轻罪与重罪

德国《刑法》第12条规定了重罪与轻罪的区分,即重罪是指被判处一年或者一

年以上的自由刑的犯罪行为;轻罪是指被判处一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被判处罚金

刑的犯罪行为。如此一来,轻罪与重罪的界限泾渭分明。根据《登记簿法》第46条

中对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两档规定,又可以推论出三个月的自由刑是划分微罪与

轻罪的界限。而在我国,目前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来规定轻罪与重罪的范围,轻微

犯罪的内涵尚不清晰。③ 但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前提条件就是明确轻罪

和微罪的范畴,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划定出本土化

的轻罪和微罪范畴。在理论上,存在两种学说来划定轻罪的界限,即“三年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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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Vgl.JacobJoussen,„DaserweiterteFührungszeugnisimArbeitsverhältnis,S.776.
Vgl.Friedhelm Keck,„DiesystematischeEinordnungvon Haftkosten,NeueZeitschriftfür

Arbeitsrecht,Vol.9,Nr.7,1989,S.309 312,hierS.309.
参见陈家林:《轻罪的类型与适用》,载《中国应用法学》,2024年第5期,第27 39页,这里第27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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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说”和“五年有期徒刑说”。① 虽然“五年有期徒刑说”能够将更多罪名纳入轻罪

范围,进一步压缩重罪适用空间,但是,并非轻罪的空间与范围越大越好,应当通过

梳理我国《刑法》的罪名法定刑设定,从实体法的相关规定入手,确定轻罪与重罪的

范围。事实上,在我国轻罪与重罪的区分较为容易,经过对《刑法》的体系考察与对

其他因素的论证,不妨将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纳入我国的轻罪范畴;被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则落入我国的重罪范畴。微罪范畴的确定在我国

也存在争议,后文将从立法政策导向上对之进行界定。此部分重点论述轻罪与重

罪之间的界分问题。
首先,为了适应我国《刑法》的整体结构,不能盲目地照搬德国的“一年自由刑”

作为划定“轻罪”和“重罪”之间界限的标准,而应该结合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来

寻找合适的轻微犯罪范畴,以“三年有期徒刑”来划分轻罪与重罪为宜。通过考察

我国《刑法》的分则部分,可以发现该法仅在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作业罪、侵犯通

信自由罪、高空抛物罪、偷越国边境罪中存在着“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表述,也就

是说我国《刑法》只在极少情况下通过“一年有期徒刑”这一分界线来划分量刑幅

度。而在德国《刑法》的分则中,“一年以下自由刑”这一表述随处可见,可以说德国

《刑法》常常用“一年自由刑”来界分量刑幅度,因此在德国《刑法》总则中使用“一年

自由刑”来界分轻罪与重罪是与整部德国《刑法》的定罪量刑结构相契合的,而在我

国使用“一年有期徒刑”的标准来划分轻罪和重罪难以照应我国《刑法》的总体规

定。事实上,考察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最低的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后可以发现,我
国《刑法》在众多条文中规定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我国《刑法》中“三年”这
个词出现了450次。所以,以三年有期徒刑来划定轻罪与重罪,能够与整部刑法相

互呼应,也符合多年来司法者的办案经验,尊重了他们已有的认知逻辑。
其次,根据我国的缓刑制度与司法实践情况,应当认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

罚”为轻罪范畴。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的犯罪分子,在其他条件(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等)也满足时,可以被判处缓

刑;而德国《刑法》第56条规定,原则上被判处一年以下的自由刑的罪犯能够被判

处缓刑,特殊情况下可以将被判处两年以下自由刑的罪犯判处缓刑。从法学理论

和司法经验上看,能够被判处缓刑的罪行都不严重,再犯可能性较小,即使暂时不

执行刑罚,他们也极少再犯罪;从预防犯罪和保护法益的角度出发,缓刑只能适用

于罪行较轻的犯罪人。② 由此,可以根据我国缓刑制度的规定推论出,对于我国社

130

①

②

参见梅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缺席审判程序之审视———基于刑事一体化原理之考量》,
载《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137 147页,这里第145页。

参见赵兴洪:《缓刑适用的中国图景———基于裁判文书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载《当代法学》,2017年

第2期,第46 61页,这里第47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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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而言,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行为属于罪行较轻的范畴。根据德

国的缓刑制度,可以推论出,对于德国社会而言,原则上被判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

刑的犯罪行为才属于罪行较轻的范畴,特殊情况下被判处一年以上两年以下有期

徒刑的犯罪行为也属于罪行较轻的范畴。既然如此,从体系的角度出发,就可以认

为在我国运用“三年有期徒刑”的标准来划分轻罪与重罪的界限与我国缓刑制度的

规定相呼应,在德国以“一年自由刑”的标准来划分轻罪与重罪也可以和德国的缓

刑制度相呼应。
(二)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体现类型化与差异化

即使是同属于轻微犯罪,不同种类的罪行也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与再犯

可能性,因此对轻微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时,不能够进行“一刀切”式的处理,而应该

采用一定的标准对轻微犯罪进行类型化,对社会危害性严重、再犯可能性大的犯

罪,进行差异化处理。①

在犯罪记录封存的模式上,可以借鉴德国的“间隔式”犯罪记录封存。德国“间
隔式”的规定提供了一定的考察期,经过一段时间间隔之后,若行为人没有犯新罪,
其犯罪记录方可被封存。对于我国而言,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采取

了“当即式”一刀切的模式,未成年人只要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

期徒刑以下刑罚,其犯罪记录就应当被封存。但是,这种“当即式”一刀切的犯罪记

录封存模式不适宜用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而言,重点是

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②采取“当即式”一刀切的封存模式是未成年人保护政

策所导向的结果;但是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涉及成年人,法律在考虑教育的同时也应

该着重防范再犯的风险。因此若要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由“当即式”
转为“间隔式”,为轻微犯罪记录的封存提供一定的考察期,有利于通过考察和防范

降低犯罪人的再犯风险。
在间隔的时间长短方面,应当规定微罪封存所需的时间间隔较短,轻罪封存所

需的时间间隔较长。在德国“间隔式”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模式下,犯罪记录封存

所需的时间间隔由罪行的轻重所决定。如前所述,在德国,被判三个月以下自由刑

的犯罪人,往往需要经过五年并度过一年“犹豫期”以后,其犯罪记录才能够被封

存;被判处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自由刑的犯罪人,往往需要经过十年并度过一年

“犹豫期”以后,才能够满足犯罪记录封存的条件。这样差异化的规定一方面能够

根据罪行轻重的不同,对犯罪行为采用合适的考察期限,从而达到犯罪预防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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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一刀切”的封存方式,使情节很轻的微罪者能够较快地过上

正常的社会生活,给行为人公平的处理结果。在我国,由于2021年3月1日实施

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的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作业罪、高空抛物罪所规定的

法定最高刑均为一年,说明在立法机关看来,一年法定最高刑显然有别于三年的法

定最高刑。① 据此可以认为,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行为是微罪,对其的

考察期限可以较短,例如自一审宣判时间算起满五年即满足了犯罪记录封存的时

间要求;被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行为,属于轻罪的范畴,对之考

察的时间应该更长一些,例如自一审宣判时间起算满十年即满足犯罪记录封存的

时间要求。
在犯罪的行为类型方面,应当对性犯罪进行差异处理。即使行为人可能被判

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但若行为人触犯的是“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或“强
制猥亵、侮辱罪”等性犯罪,就应当对其犯罪记录的封存进行特殊处理。对于教师

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而言,有过性犯罪经历的人一方面难以得到社会公众

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从事此类职业就会长期暴露在大量潜在被害人的环境下,
容易引发其犯罪冲动。因此可以规定性犯罪者的犯罪记录被封存后,在一般情形

下不得再向外界透露其犯罪信息,但是若行为人要应聘教师、心理咨询治疗师等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时,招聘单位则可获取行为人的性犯罪记录信息。
(三)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亟待专门性法律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包含了很多细枝末节,很难在现有的部门法中通过几

个条文对之全面规定,而是应当构建一部类似于德国《登记簿法》的法律,对该制度

的实体与程序进行详尽的规定。借鉴德国的《登记簿法》,我国关于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的专门性法律(下面简称“专门性法律”)体系应该包含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的内容。
首先,应当明确轻微犯罪记录的管理机关。德国《登记簿法》规定联邦登记簿

的管理机关是德国联邦司法局,而我国的犯罪记录管理以及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开

具在以往均由公安机关负责,因此可以沿袭这一传统,将轻微犯罪记录管理及封存

的义务依旧给予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轻微犯罪记录的管理和封存的优势在

于,公安部门能够在源头上掌握行为人的犯罪信息,建立与封存行为人的犯罪记录

时,可免除过多的部门之间移交与对接工作,提升行为人犯罪记录管理的便捷性。
其次,“专门性法律”可以同时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轻微犯罪记

录封存制度,并且明确这两种封存制度的基本模式。虽然如前所述,轻微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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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制度不应采用“当即式”,而应采用“间隔式”,其与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有所区别,但是毕竟两者均属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将两者安置在同一

部法律中,让“专门性法律”更有体系性。由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内容

已经在《刑事诉讼法》第286条中有所规定,并且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

实施办法》中进行了详细解释,因此可以将这些规定与解释移植到“专门性法律”
中。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可以沿袭已有的规定,依旧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采用“当即式”的封存模式,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则应采用“间隔式”的
封存模式。同时应规定微罪犯罪记录封存的考察期较短,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考

察期较长。
再次,应当规定考察期限中断的情形。具言之,若行为人在考察期间再犯新

罪,应当重新起算间隔期间,从而对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进行彻底考察。考察期限

中断的规定,一方面来自于对德国《登记簿法》第47条考察期届满限制的借鉴,另
一方面也与我国犯罪追诉时效制度相照应。我国《刑法》第89条第2款规定,在追

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因此,行为人犯新罪

后期限重新起算的规定早已在我国《刑法》中有体现,对轻微犯罪记录封存规定阻

止期限届满的情形,是容易被我国法律接受的。
最后,应当明确轻微犯罪记录在封存以后重新被启用的特殊情况。事实上,轻

微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轻微犯罪记录的前科消灭。前科消灭制度使犯罪人的犯罪

记录彻底消失,会导致国家无法再掌握行为人的犯罪信息,不利于对社会秩序的监

管与国家安全的维护。相较而言,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只是将行为人的犯罪记

录封存起来,并不是将其犯罪记录彻底消除,换言之,在特殊情形下,行为人被封存

的轻微犯罪记录能够重新启用。因此,“专门性法律”中应当规定轻微犯罪记录封

存后重新启用的特殊情形。但是,这些特殊情形应当仅限于行为人可能危害重大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情形,或者行为人的原案需要重新审理的情形,以及前述性

犯罪记录的再调取的情形。只有将例外情形合理地限缩到极小的范围,才能够将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效果落到实处,进而有利于行为人真正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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